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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回流农民工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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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受农民工的代际更替、产业政策、户籍制度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农民工回流逐渐成为一个新的
发展趋势；同时，受限于二元分割的城乡制度，中国农民工反向迁移的比率或者说潜在比率要远远高于国

外。目前，关于中国农民工回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回流规模、回流原因、回流农民工群体的特征以及回流的

社会影响等方面。总体上看，中国农民工回流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而且过多地侧重于宏观层次的回流原

因分析与回流影响的考察，而缺少对回流农民工个人层面的具体分析，还需要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调研分

析与经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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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Ｌｅｅ（１９６６）所说：“任何一个迁移潮流都会
伴随一个相反方向的反迁移潮流”。自从 １９８４年
中央正式准许农村劳动力自带口粮到城镇寻找工

作机会，二十多年来，中国农民工数量从几百万猛

增到２．５亿①。虽然“打工潮”在中国仍在继续蔓
延，但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是，中国农民工正在悄

然回流。

农民工外出打工曾被学者誉为继土地家庭承

包制度、乡镇企业之后中国农民的“第三次伟大创

造”（黄平，１９９７）。传统迁移理论认为乡村劳动力
向城市迁移包含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劳动力从

迁出地转移出去，第二个过程是这些迁移者在迁入

地定居下来。在完全市场化的假设下，已经迁移出

去的劳动者没有理由再回到工资水平较低的不发

达地区，但中国存在着两个独特的政策变量———户

籍制度和土地非私有制度，导致这个迁移过程产生

了变化。中国农民工所面临的实际是：在完成第一

个过程后，他们并不预期能够完成第二个过程。所

以，中国的劳动力流动表现出与其他国家类似过程

的最大不同点：它是一个既有流出又有回流的过程

（蔡窻，２００１；周霞，２００５）。

一、农民工回流的历史与规模

农民工回流并不是近几年才出现的。自新中

国成立以来，因为政策变动与经济改革，我国发生

过多次民工“回流潮”。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的“三年
困难时期”，９０年代初期乡镇企业转型以及９０年代

中后期国有制企业的改革，都促使中央对城镇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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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严格的压缩政策，不少城市出台了限制农村劳

动力进城的政策措施，使许多已从农村转入工业部

门的劳动力又重新流回农村，出现了劳动力的逆向

回流（金莎，２００９；于晓媛，２００３）。而最近一次的
“回流潮”则源于２００８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沿
海制造业企业大量倒闭而导致农民工出现一个回

流高潮。

众多调查研究表明，绝大部分农民工认为他们

最终都会返回家乡定居，这个比例大概在 ７０％ ～
９０％之间（朱宇，２００４；李若建，２００７；任远，２００６）。
即使按照最低回乡意愿７０％计算，乘以中国现有外
出务工农民工１５８６３万这个基数，那么将有１亿１
千多万外出农民工最终会返回家乡。假定中国外

出农民工劳动年龄为１８～４５岁，则共有２８个年龄
段的农民外出务工，那么每年大概有５６０万左右的
农民工返乡之后不再外出①。这个估算的数字仅是

指那些因为年龄原因被城市劳动力市场排斥出去

的规模，如果加上那些怀揣打工“积累”希望在家乡

发展的主动提前返乡的农民工，这个数字将会更大。

然而迄今为止，关于中国回流农民工的规模并

没有定论。蔡窻（２０００）在苏北地区的调查认为接
近四分之一的农民工返回了家乡；赵耀辉（２００２）根
据在四川、湖南等６个省８２４个家庭进行的调查数
据分析认为返迁率为３８％；Ｍｕｒｐｈｙ（２０００）则根据在
江西、湖北、安徽、四川四省的调查估计有３６％的迁
移者最终返回了家乡；Ｗａｎｇ和Ｆａｎ（２００６）在安徽与
四川的调查显示返乡率为２８％；周皓和梁在（２００６）
利用２０００年五普数据分析认为，返迁人口大约占所
有省际迁移人口的 ５．２７６％，占全国人口的
０．１４４６％，因此，全国返迁人口的大致规模为１８０
万人左右。

在上述调查数据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在

于如何界定回流农民工。农民工回流并不是劳动

力迁移过程的终结，回流有可能是一个短期的、过

渡性的策略。对于那些由于年龄原因被排除在城

市劳动力市场之外的“退休”农民工来说，他们的回

流是永久性的；而对于那些尚能在城市劳动力市场

中寻找到工作的人来说，他们很可能在比较回流与

外出打工之间的收益差异后重新选择外出打工。

他们可能在找不到合适的城市工作或为了完成人

生阶段性目标（包括结婚、生育、赡养老人等）临时

回家，然后又在合适的时机外出务工（墨菲，２００９）；
他们在回流与外出之间可以随时切换（白南生 等，

２００２）②。为了能够有效地将这些非永久性回流农
民工与一般意义上的农民工区分开，目前有学者使

用“返乡时间”作为标准来进行测量。那些因为个

人或家庭原因短暂回乡的农民工在处理完家乡事

务后迫切期待重新外出务工，他们很难在一个整年

度里都呆在农村，只有那些还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摇

摆不定的人会希望在家乡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呆

上一段时间试试看。基于这个原因，已经有学者明

确提出将调查时上溯一年内没有出去打工的群体

定义为“回流者”（金莎，２００９；赵耀辉，２００２）。也有
部分学者提出异议，认为应该将未外出时间规定为

６个月，这主要是与人口普查的定义保持一致，从而
可以对回流者进行全国性的研究（段成荣，１９９９；周
皓、梁在，２００６）。笔者认为，使用６个月作为时间衡
量标准很可能会错误地扩大了回流农民工的范畴，

那些半种地、半务工的农民工以及回乡处理家庭事

务的农民工可能由于在家滞留时间的延长而被错

误地归入回流农民工，而相比之下采用一年内没有

外出务工作为测量标准则是一个比较稳妥的选择。

二、农民工回流的原因

迁移并不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劳动力回流与

外出迁移是一个硬币的正反面，是来自于一个母体

中的两个相互作用的力量的博弈，两者共同作用于

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机制。正是基于这个原因，目前

关于迁移动机的理论基本上都可以用于反推回流

动机。

推拉理论曾被广泛用于解释中国农民工的迁

移动机。根据推拉模型，Ｄｕｓｔｍａｎｎ等（１９９６）构建了
一个利益最大化的生命周期模型来分析劳动力外

出和回流。假设迁移者在一个很长的时间段内通

过收益和成本的比较来选择自己的劳动地点，并做

出相应的迁移决定，回流的决策主要受以下三方面

因素的影响：家乡和目的地的相对收入水平、迁移

者在城市积累的只能在家乡发挥显著作用的人力

资本、迁移者的主观偏好。在个体劳动生涯中存在

着一个可能性的时点，在这个时点上，劳动者通过

９２

齐小兵：我国回流农民工研究综述

①

②

按照农民工劳动年龄计算回流劳动力规模受到贺雪峰等著的《农民工返乡研究》的启发。

白南生等人的调查显示：一半的回流者表示只要环境条件适合，将可能再次外出。



收益和成本的比较，会做出回流的决定。根据这个

模型，张宗益等（２００７）认为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是
“农村拉力”、“农村推力”、“城镇拉力”、“城镇推

力”四个方面力量的合力作用的结果。早期研究显

示，土地减少、人口增长过快等农村推力因素与城

乡收入的巨大差距、劳动力市场的放开等城市拉力

因素是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的两个最重要原

因。在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的过程中，虽然也存在

着农村方向的拉力与城市方面的推力，但它们的影

响力较小。而自２００５年以来随着国家政策转向扶
持农业与“刘易斯”拐点（即农村工资收入开始上

升）的到来，城乡两者之间的推拉力强度产生了相

反的变化，农业收入上升、乡土传统、家人团聚、就

业机会扩大等农村拉力与制度歧视、社会排斥、相

对收入下降等城市推力导致了农村劳动力的回流。

李强（２００３）和蔡窻（２００８）等人从农村劳动力
迁移过程的角度出发，认为推拉理论预设的前提是

劳动力市场的自由流动，而在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

社会场域中，户籍制度的限制导致农村劳动力的流

动形态呈现出与传统推拉模型不同的结果。农民

工选择定居城市还是返回农村，不仅来自于“个体

的迁移动力”，也受到“制度合法性压力”的制约。

户籍制度与城市高定居成本导致了大部分农民工

的回流预期；同时，农民工也不是基于在城市定居

的考虑而外出工作，而是倾向于在城市中尽量多赚

钱后回家生活。

基于完全市场化假设的传统推拉理论并不能

有效地解释迁移动机中嵌于社会结构中的非经济

因素，为解决这个问题，兴起于１９８０年代以Ｓｔａｒｋ为
代表的新迁移理论从相对贫困、风险分散、社会资

本的角度来考察劳动力迁移动机。循着这种思路，

有学者分析了社会资本对于农民工回流的影响。

通过对全国 ９省 １３个县的农民工调查，马忠东
（２００１）认为相比务工收入，农民工在外务工中所累
积的技能、管理经验、关系等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返

乡决策更有影响力，在外务工获得的社会资本越

多，越有可能推动农民工在家乡进行创业或从事个

体经营。墨菲（２０００）在江西省万载县的调查则侧
重于研究务工权利在家庭决策中的不均衡分配，男

权文化以及城市工作的性别歧视导致了女性务工

者在家庭中的弱势地位，一旦家庭出现变故，女性

更容易被剥夺务工权利而返回家乡。Ｗｏｏｎ（１９９３）
考察了珠三角开平县的两类农民工，包括从事工作

不稳定的低收入的建筑工、工厂女工和在当地创办

企业、开展个体经营、承包土地的拥有相对稳定工

作与收入的农民工，发现两个群体都表现出了强烈

的回归意愿，她将其原因归之于宏观、中观、微观三

个方面：在宏观方面是户籍制度与集体土地所有制

（土地不可交易，放弃土地又无法享受市民待遇）；

中观方面则与乡土观与社会网络有关，他们基本上

还是故土导向的；微观方面则是家庭决策与风险分

摊等，比如农民工汇款与春节回家，都导致了其强

烈的回归意愿，他们不愿意与家乡划清界限，而这

既是原因也是结果。因为无法获得城市户籍而不

得不保持与家乡的联系，而与家乡联系的紧密又加

强了他们的“回流”意愿，Ｗｏｏｎ将这种双向的循环
称之为“累积因果”（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

如上所述，我们发现，尽管学界对于农民工回

流原因的探讨已经从单一的推拉模型转向了更加

多元的综合分析，但也仅限于对农民工作出回流或

继续务工决策的一个特定时点的考察。如果从农

民工的整体生命阶段来看，我们就会发现，与传统

迁移理论所认为的迁移者在做出迁移的决定时就

已经明确了在迁入地居住的意愿恰恰相反，对于大

多数农民工而言，受乡土传统与城乡二元分割结构

的制约，他们从一开始就明确了这么一个信念：外

出务工只是一个临时性的安排，他们在收入高的地

区打工积攒收入，到一定水平上就返回故乡。而收

益波动或者城市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等因素只能

起到一个加速或减速他们回流的作用，这些因素很

少能够改变他们从一开始就明确的返乡的决定。

三、回流农民工的群体特征

对于回流群体的特征的研究，争论聚焦于他们

到底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换句话说，他们到

底是“主动回流”还是“被动回流”。

“失败论”观察者从劳动力市场的“选择性”角

度出发，认为回流农民工是被市场筛选后低于劳动

力市场进入门槛的那批人；回流群体被认为是“失

败的冒险者”与“回到家乡的退休者”，他们对于经

济发展并没有多大贡献，成功者将继续留在迁入地

工作而不是返回家乡。白南生和何宇鹏（２００２）对
国内的返乡农民工、农民工和从未出去务工的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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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的比较研究显示，外出人群与未外出人群在性

别结构、年龄构成、婚姻状况、文化程度等方面存在

比较明显的差异，而回流人群在人口学特征方面更

加接近于未外出人群而不是外出人群；同时，回流

农户的平均经济水平明显低于外出农户，与未外出

农户不相上下；而且，只要环境条件适合，一半以上

的回流劳动力可能再次外出。夏怡然（２０１０）则通
过在温州的调查大致描绘出“回老家定居的农民

工”的具体特征是：１９８０年之前出生，收入水平较
低，在打工城市的社会融入程度较低，已婚以及来

源地与目前打工城市的距离较远。

“成功者”的回流是基于回流收益要大于外出

打工收益的预期。研究者认为，劳动力的回流是一

个理性选择的过程，是在比较城乡收益后的一个主

动性的、积极的策略；而“失败者”一般不愿意承认

自己在城市生活的失败而选择留在迁入地（Ｗａ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有关回流农民工的调查显示，更多的农
民工开始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创业意识与提高自

己的技术。马忠东（２００２）认为，受教育程度较高、
在外获得较多的技能、关系等社会资本的务工者处

于家乡与务工地的节点上，他们在城市中获得的社

会资本成为联系迁入地与迁出地之间的桥梁，促使

他们在家乡更容易实现创业或自我雇佣，进而导致

这类群体更容易回流。周其仁（１９９７）的调查表明，
约有５１．６％的进城农民工抱有“在城里闯荡一回，
以后回家乡办企业或找个好工作”的意图，对他们

来说，掌握本事的重要性甚至高于挣现钱，他们直

截了当地把进城看成积累知识和经验、扩充阅历的

“投资”机会。葛晓巍和林坚（２００９）的调查表明，回
流农民工多为年纪较轻、文化水平较高、自身能力

和社会关系均较高的劳动力，且女性略多。而周皓

和梁在（２００６）的研究也显示，农民工回流与受教育
水平成正相关，受教育水平越高，越容易返迁。

区别于“成功者”与“失败者”的二元论，一个新

的观点是回流群体的人口学特征既不偏向于迁移

群体，也不偏向于未迁移群体，他们既不是“城里

人”，也不是“农村人”，而是两者的混合，他们需要

被重新分类。回流群体既有“带着失落的情绪与空

空的钱袋返乡”的失败者，也有在家乡投资设厂荣

升为企业家的成功者（墨菲，２００９）。回流者在年
龄、性别、教育程度、迁移年限、迁移地、职业与技

能、回流原因以及技能经验获取方式方面都存在多

样性（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０）。如果说从农村迁入城市的
劳动力是最优秀的，而继续留在农村的劳动力是最

差的，那么“回流者”就是从城市劳动力市场中被淘

汰下来的“最优秀中的最差者（ｔｈｅｗｏｒｓｔｏｆｂｅｓｔ）”，
是农村劳动力市场中的“最差中的最优秀者（ｔｈｅ
ｂｅｓｔｏｆｗｏｒｓｔ）”（Ｂｏｒｊａｓｅｔａｌ，１９９６）。

四、农民工回流的社会影响

与有关回流农民工到底是“成功者”还是“失败

者”争论相对应，对于农民工回流所带来的社会影

响与后果的研究同样也存在着分歧。认为回流农

民工主要是“失败者”的研究者强调回流对于农村

的毫无作为甚至是负面影响，而认为回流农民工主

要是“成功者”的研究者则认为回流能够为不发达

地区带来先进的技术、经验、观念与发展资金，从而

促进城乡的平衡发展。

大部分的研究者对于农民工的回流持赞赏的

态度。在他们看来，回流农民工的外出经历是一种

的特殊的“城市津贴”：他们“洗脚”进城、“洗脑”还

乡（李翔，２００９），“带着资金、技术、信息及新观念返
回农村”从事创业或成为个体工商户（石智雷 等，

２００９），能为“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一种崭新的
模式”（胡显中，１９９８），是地区经济发展的“加速器”
（陈如，１９９６）。虽然回流者受到户籍制度等制度限
制的影响而在城市有着不好的生活体验，但他们仍

然是社会变迁的有力的代理人；即使是重新从事农

业经营的回流农民工，城市迁移经验对于他们的现

代性的塑造仍然起着积极作用。他们面对不合理

的劳资关系，选择“用脚投票”，这可以从一定程度

上促使资方做出让步，提高农民工的待遇（许胜飞，

２００５）。他们“促进了传统村落文化的变异和新的
村落文化的重构，缓解了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带

来的社会问题”（秦德文，１９９４）。
也有部分学者对农民工回流持悲观态度。白

南生等（２００２）通过全国范围的调查认为数据并不
支持“创业神话”，虽然很多外出者曾经有过回乡创

业的梦想，但事实上，绝大部分回流者回到了传统

经济结构之中，返乡创业只是个别现象。西部地区

“明显的大规模的回乡创业的潮流还没有明显出

现，因而并不构成外出劳动力回流的一个重要拉

力”（张茂林，１９９６）。农民工回流之后，“有一半的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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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蓄用来盖房子和家庭日常开支”，其务工收入也

没有被有效地应用于能够带动其家庭长期发展的

投资中（王西玉 等，２００３）。回流者既不会将他们的
资金用于农业的改进也不会去创建农村企业，他们

唯一的渴望似乎就是为自己盖一个新的奢侈的房

子，回流者只是起着一个农村的“化妆品”的作用①。

大体上，“回流”农民工对于农村发展的贡献被远远

夸大了，虽然他们的确带动了农业的发展，但也同

时“增加了土地的负担”（刘铮，２００６）。农民工大量
回流，会造成“农村人力资源浪费的问题”，延缓了

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是“城市化的一种反动”（李家

祥，２００７）。
总体而言，回流农民工对于回流地区的社会经

济的不同影响在于他们的人力资本的不同。正如

Ｌｏｃｋｗｏｏｄ（１９９０）所指出的，不管是国内迁移还是跨
国迁移，都存在一个劳动力市场的选择机制。那些

被筛选后低于劳动力市场进入门槛的回流者被迫

返乡，他们并没有在迁移过程中提升自己的人力资

本要素，所以不管是否有无积蓄，这些回流者返乡

后基本上都不会与那些非迁移者有什么明显的差

别。而对于那些比较了回流收益要大于外出务工

收益的主动返乡者而言，他们在返乡前就已经提前

规划好了返乡后的工作安排或投资计划，他们的回

流是一个积极的、主动的策略，自然对于当地社会

经济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五、结论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农民工就开
始出现正反两个方向迁移并行的趋势。与国外人

口迁移略有不同的是，受限于二元分割的城乡制

度，中国农民工反向迁移的比率或者说潜在比率要

远远高于国外。毋庸置疑，农民工回流在短时间内

还不能形成与“民工潮”相当的规模。从总体上讲，

回流民工也不是一个强势群体，现阶段的农村劳动

力外出就业并没有使多数外出就业者的资金积累、

投资能力以及经营管理经验提升到一个很高的水

平，农民工返乡创业在当前也不是农民回流的主

体。但多数农民工在寻求异地就业时，其人力资本

得到了提升，这部分劳动力具有较高的素质和较为

先进的思想观念，从而有可能成为农村工业化发展

的一支生力军，为农村工业化进而为国家工业化发

展作出重要贡献。

随着第一代农民工由于年龄、职业素质等原因

逐渐退出劳动力市场，加上政府近年来对于农村的

政策倾斜以及产业梯度转移而导致沿海内陆之间

务工收入差距的缩小，可以预计，农民工的回流将

是一个大趋势。尽管如此，对于回流农民工的经验

研究并不多。正如 Ｋｉｎｇ（１９７９）的感叹：回流是“一
个从未被写入迁移历史的伟大章节”。目前国内对

于回流农民工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而且研究过

多地侧重于宏观层次的回流原因与影响的考察，而

缺少在个人水平层面的具体分析。回流农民工如

何与家乡社区重新建立联系？将会选择怎样的生

活方式？又如何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在传统与现代

之间获得平衡？回流农民工个体与家庭之间、与社

区之间又会产生怎样的互动过程？回流农民工在

打工城市所积累的资本、技术、社会网络能否适应

新的农村情境？回流农民工的社会资本是否能够

给农村带来新的活力？其运行机制又是如何？等

等，这些问题都不是宏观数据所能解答的，而需要

研究者进行更多的、细致的、务实的考察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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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刊已许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在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产品中以数字化

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同时，本刊为《万方———数字化期刊群》、《中文科技

期刊数据库》、《科技论文在线》、《国研网》、《龙源期刊网》、《教育阅读网》、《中文电子期刊服务数

据库》（ＣＥＰＳ，华艺数据库）等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其中《国研网》为选择性收录），论文在本刊发
表后将通过上述数据库传播。

文章凡经本刊选用，即视为作者同意本刊代理该作品电子版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并且本刊有

权授权其他机构进行该作品电子版信息的网络传播。

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本刊上述声明。若作者不同意其作品收录入上

述数据库，请在来稿时说明，我们可做相应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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